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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桐城派前期作家对古代散文理论的整合与超越 

刘相雨
1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前期作家的“文气”说，将“气”作为文章创作的

本源，认为文章是天地之“气”的反映，并论述了“气”是如何转化成“文”的，他们还把“文气”说引入审美领

域，使其成为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桐城派的创作论，基于创作实践，他们强调情境、情感在散文写作中的作用，

追求雅洁、精练的语言，倡导创作平淡、自然的作品，试图以古文之法来改造八股文。桐城派的文学功能论，体现

出融合儒家政教中心说和道教审美中心说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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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巨，郭绍虞先生认为“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

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

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而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论到它散文的部分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

心”[1]。桐城派前期的几位作家善于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1），并结合前人的散文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一、以“文气”说为中心的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探讨的是文学的本源和本质的理论。桐城派的本体论“文气”说将我国古代哲学中“气”的观念与古代文论中

的“文气”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2) 

首先，桐城派将“气”作为文章创作的本源，认为文章是对天地“菁英之气”的反映。戴名世认为作文的秘诀有三，“曰

精，曰气，曰神”，其中“气”对于作文有着重要的作用，“阴驱而潜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区，跌宕于杳霭之际，动如风雨，

静如山岳，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2]4
。刘大櫆认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

[3]16
，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变化、发展而

来，文章亦不例外，“夫文章之传于后世，必其有得于天地菁英之气”[3]72。姚鼐亦认为“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

章之美”[4]48。戴名世、刘大櫆、姚鼐的“气”概念，均来自于我国古代哲学的“气化”理论[5]。桐城派作家将“气”视为世界

万物的本源，文章是对“气”的反映，也可理解为文章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样，桐城派作家将哲学领域的“气”的观

念转变为文学领域的“气”观念。 

其次，桐城派论述了“天地之气”是如何转化成“文”的。戴名世在谈到“精”“气”“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还说

得比较玄虚，往往还要靠作者个人的体会和悟性。刘大櫆和姚鼐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论述得比较具体。他们认为，客观的物

质状态的“气”，影响着作家个人的遭遇和精神状态，促使他们将生活中遭遇的抑郁不平之气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如刘大櫆在

给别人的诗集、文集所写的序言中，都反复强调作家个人遭遇与创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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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所以挫抑之，使其胸中浩然之气蕴而不出，郁而不舒，因之羁愁感愤，适遇夫风霜雨露山水花鸟，而莫不抉其幽深，

形于咏叹，尽发之为文章，以传于后世。 

文章者，人心之气也。天偶以是气畀之其人以为心，则其为文也，必有煇然之光，历万古而不可堕坏。夫为文而至于万古

不可墮坏，此其人虽欲不穷得乎？[3]59 

刘大櫆认为当作家怀才不遇，受“挫抑”、“不见用”，胸中之气“郁而不舒”，“不可抑遏”时，写出来的文章才会“言

之有物”，才能传之后世。这里的“气”，主要是指作家理想、抱负不得实现的苦闷、忧虑之“气”，其“天”不是指冥冥中

掌握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而是指个人无力摆脱和逃避的现实社会。如张讷堂才华出众，却“久困公车”；岳水轩“于百家技

艺之事无不能，于古今治乱成败之故无不知”，但“不得一见其施用”；鲍步江才力放纵，虽有少宰尹公“数言之于大府”，

但不被任用[3]59……这种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懑，成为激发作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桐城派非常重视作家的这种强烈而深刻的感受。戴名世认为，“独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洩，则尝见之文辞，虽

不求工，颇能自快其志”[2]12；方苞认为“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6]181；刘大櫆认为那种“吟咏太平，抒其自得”的

相互应酬的文章，“求其永久，自古云难”[3]7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桐城派作家把“文气”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

说结合起来，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鼓励作家直面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这是桐城派对“文气”说的一大贡献。 

再次，桐城派把“文气”说引入审美领域，使其成为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桐城派的“文气”说极少谈“气”与“理”、

“道”的关系，而主要谈“气”与“神”、“势”的关系，这与宋明理学家的相关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明人方孝孺认为

“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7]，认为只要有了“道”，“文”就可不期而至，将“道”提到了不恰当的高度。刘大櫆认为“至

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认为“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认为“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8]3-4

桐城派谈“气”与“神”、“势”的关系，表明他们更加重视文章的审美属性，而对文章的政治教化功能有所保留。桐城派的

“气”是主要是指文章的气势，是“行文至不可阻处”。刘大櫆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他又引用唐人李德裕的一

段话“文以气为主，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而气不可以不息”，认为“此语甚好”[8]4-5。刘大櫆要求文章气脉贯通且

章法浑成，欣赏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美，但他同时认为“气不可以不息”，因为“不息”就会语直

气盛，文无余韵。刘大櫆非常懂得艺术的辩证法，要求行文变化多端，不能囿于一种风格，要注意情境、情绪的转换，要既有

地动山摇之壮美，又有柳丝花朵之秀美，也就是要有“奇气”： 

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
[8]7
 

文章有了“奇气”，才能够生动传“神”，这种“神”不是脱离“气”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气之精处”，是最能体

现作家主观感受和精神品质的部分，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审美特征。这种“神”不是靠“声色臭味”来“娱悦人之耳目口鼻”，

不是给人以较低级的感官享受，而是“悠然以深，油然以感”
[2]4
，能够打动人的心灵，给人以高级的精神愉悦。刘大櫆把“气”

与“神”、“势”联系起来，从审美的角度来论述“文气”说，使其理论更加接近文学艺术的本质。 

姚鼐在刘大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文气”说与艺术风格的关系。首先，他将古往今来的文章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4]93，这就从整体上把握了作品的基本风格。其次，

他认为阳刚之美的文章，“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阴柔之美的文章，“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

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4]93。姚鼐用一系列的比喻，生动地描绘了阳刚和阴柔之美的美学特征，把前人提出的两

个审美范畴变得具体、形象。再次，他还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刚柔相济，作家可以有所偏长，但不能“一有一绝无”[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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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把文气与天地之道，与作家的才性气质，与作品的风格相联系，这就不仅使“文气”说更加具体化，而且更加符合文

学的基本规律，至今对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 

二、基于实践的创作论 

桐城派作家大部分是教师，他们的创作理论大多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行性。（3）

桐城派的创作论，既包括应用文体的写作，也包括艺术文体的写作。 

（一）强调情境、情感在散文写作中的作用 

陆机在《文赋》中就已经注意到了外部的自然环境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

喜柔条于芳春”[9]；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也认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10]。

方苞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强调“凡吾为文，必待情与境之自生而后能措意焉”[6]657，当“情”与“境”不存在了，自己的文章也

就写不出来了。戴名世认为要创作出优秀的文章，需要“一心注其思，万虑屏其杂，直以置其身于埃壒之表，用其想于空旷之

间，游其神于文字之外”[2]5。无论是戴名世的“游其神于文字之外”，还是方苞的“情与境之自生”，都注意到了外部的环境

和内在心境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 

归有光是桐城派作家普遍推崇的作家，但是方苞认为归有光的应酬类文章写得不好，“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

无由”；而归有光描写亲人之间感情的文章，“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隠”
[6]117

。这说明真情是打动人心的力量。

如果在写作的过程中灌注了个人的真情实感，不需要过分地修饰语言，文章就能真切感人。姚鼐则批评当时的许多诗歌，“如

贵介达官相对，盛衣冠，谨趋步，信美矣，而寡情实”[4]45；如果作家在创作中“寡情实”，那么文章的语言即使再华美，也是

很难打动人的。 

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写得比较好的文章，也大多是描写与亲戚、朋友之间感情的文章。如方苞的《弟椒涂墓志铭》《兄

百川墓志铭》，刘大櫆的《章大家行略》，姚鼐的《刘海峰先生传》《亡弟君俞权厝铭》等。 

桐城派作家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认识到了情境、情感在散文写作中的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创作

理论。 

（二）追求雅洁、精练的语言 

桐城派作家重视作品的语言。虽然不同的作家对语言风格的追求略有不同，但是“精练”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如戴名世提

倡“精”“气”“神”说，其中“精”主要指作品的语言，“精则糟粕、煨烬、尘垢、渣滓，与凡邪伪剽贼，皆刊削而靡存”[2]4。

方苞认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6]181。刘大櫆认为“文贵简”，并认为“凡文笔

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
[8]8
。当

然，刘大櫆的“简”不仅仅是指语言的精练，还包括“意真”“辞切”“理当”“味淡”等。 

桐城派作家中，方苞对于文章的语言论述最多。方苞提倡语言的“雅洁”，对于不同的文体，“雅洁”的标准也是不同的。

例如传记类的文体，方苞认为“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6]56；所谓“明于体要”，主要是指传记作品

中人物的语言要与传主的身份相称，而且应选择最能体现传主一生功业的事件。他在《书王莽传后》中认为《汉书·王莽传》

“徒以著其诪张为幻，则举其尤者以见义可矣；而喋喋不休以为后人诙嘲之资，何异小说家驳杂之戏乎”[6]63，他认为《汉书》

中的王莽传，通过典型事例表现出意旨即可，不应该像小说家那样喋喋不休。方苞还认为，“凡为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

雅”，“岂惟佛说，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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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认为“诸体之文，各有义法”[6]137，应该根据不同的文体要求，选择不同的语言。例如方苞生活的时代，铭诔之文流行，

而这类文章多为请托之文，难以据实抒写，所以方苞“平生非亲懿久故，未尝为铭幽之文”[6]298；他认为家谱一类的文体，“与

志、传异体，惟事之信，言虽不文可也”
[6]600

；对于“记”类文体，方苞认为“散体文惟记难撰结，论、辨、书、疏有所记之事，

志、传、表、状则行谊显然”[6]165。 

虽然桐城派作家对于各种文体的语言，并没有系统地、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但是从其与朋友、弟子等人的书信、赠序类

等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不同文体的不同要求。 

（三）对于八股文的批评 

明清以八股取士，八股文在明清文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明清文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11]。桐城派作家对

于八股文批评较多，甚至将其与秦始皇的焚书相提并论。如戴名世认为“今夫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2]138；刘大櫆也认为

“科举之制，比之秦火，抑又甚焉”[3]323。他们批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不过记诵熟烂之辞，互相抄袭，恬不为耻”[2]17，“如

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3]104。八股文作家没有代圣贤立言之意，也根本不可能发明圣贤经传，八股文只不过是他

们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方苞劝告朋友之子，“英华果锐有用之日力，不宜虚费于时文”[6]162；姚鼐“自少不喜观世俗讲章，且

禁学徒取阅，窃陋之也”[4]88。 

虽然桐城派作家对八股文多有批评，但是生活在八股取士时代的他们，根本无法完全摆脱八股文的影响，在他们的教学生

涯中，教得最多的恐怕也是八股文。姚鼐曾主张以古文之法来作八股文，改变八股文的写作现状，“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

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4]270。至于这一主张有多少可行性，则是另外的事情。 

（四）倡导创作平淡、自然的作品 

戴名世认为创作的秘诀“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2]5，“文章者，无一定之

格也，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2]93。戴名世认为文章的写作应顺其自然，而不应该先定规矩和标准。戴名世的这一观

点，与苏轼的“吾文如万斛涌泉，不择地而出”的创作体验有相似之处。姚鼐也认为“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

若自然生成者”[4]289。姚鼐所谓“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这种境界是初学作文者难以做到的。方苞对于这类文章也较为

推崇，他在《进四书文选表》中，对于这种“极平淡简朴而清古可味”的文章选得不多，是因为这类文章“盖必天资最高，变

化于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仿效也”[6]581。 

桐城派倡导创作平淡、自然的作品，这是他们的一种创作理想。至于他们自己的作品，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标准。另外一

方面，桐城派的这一理想，也间接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失之于枯淡，作品谨严有余，生动不足。 

三、融合儒道的文学功能论 

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道家为代表的审美中心论和儒家为代表的政教中心论一直并峙分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

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功能，但又各有利弊。审美中心论易流于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政教中心论易流于政治宣扬和空洞的说教。

在桐城派前期作家手中，审美中心论和政教中心论经历了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桐城三祖”之首的方苞，较为重视文学作品

的教化作用，有人称赞他的文章“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6]903。刘大櫆的文章，“虽尝受法于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

一体”（方宗诚《桐城文录序》）[3]631，与方苞的风格不太一致。在文学功能论上，刘大櫆与方苞也有很大的不同。刘大櫆较为

重视作品的审美作用，他在《论文偶记》中提出文艺作品的“十二贵”，即：“贵高”、“贵大”、“贵奇”、“贵远”、“贵

简”、“贵疏”、“贵变”、“贵瘦”、“贵华”、“贵参差”、“贵去陈言”、“贵品藻”，这“十二贵”大多是从文艺作

品的审美属性来论述的，而且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如他对“文贵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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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高：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 

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譬如不事纷华，翛然世味之外，谓之高人。昔谓子长文字峻，震川谓此言难晓，要当于极真极

朴极淡处求之。[8]7 

刘大櫆首先把文章的高妙分为“识高”、“骨高”和“调高”，然后指出这种“高”表现为一种朴淡高远的意境，是“清

水芙蓉”式的秀美；从语言上看，似瘦而实腴，笔简而神具，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刘大櫆喜欢这种朴淡高远的意境，

但他也同样重视华美，认为“华正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8]9，并不因自己个人的好恶而否定之。再如他对“品藻”

的论述： 

文贵品藻，无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 

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8]12 

刘大櫆的“品藻”，论述的主要是文学作品的风格，他特别倾心两种风格：“雄”和“逸”。从他对欧阳修、韩愈、司马

迁三人作品的评价来看，“雄”是指韩愈作品滔滔雄辩、沉着痛快的风格，“逸”是指欧阳修文章圆融轻快、委婉含蓄的风格；

司马迁的文章兼有两种风格，而以后者为主。在这两种风格中，刘大櫆更欣赏“逸”格。可以说，刘大櫆的“雄”、“逸”说

直接启发了姚鼐阳刚、阴柔的风格论。 

姚鼐的文学功能论，则体现出融合政教中心说和审美中心说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 

首先，从姚鼐的思想倾向来看，他受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充满报国的热情，但他并不排斥道家思想，他认为“天

下道一而已”[4]29，即全部来源于孔子，认为“庄周之学，出于子夏”[4]33，道家思想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分支。关于文学作品的功

用，他亦力图贯通儒道两家。一方面，他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兴德义，明劝戒，柔驯风气，登长才杰”[4]256，可以“明道义、维

风俗以诏世者”[4]89，重视文学作品的政治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章的“天趣”、“天巧”： 

三百年中画第一，天趣横流腕间出。[4]455 

乃知天巧工中微，不似粗公常缚律。[4]460 

姚鼐提倡的“天趣”、“天巧”，是一种超越了技巧规范的束缚、不露任何斧凿之痕的艺术境界，是“通于造化之自然”

的
[4]104

，这与庄子推崇自然之美的文艺观是一致的，也是他得益于庄子的地方。对“天趣”、“天巧”的提倡，表明了姚鼐对文

学作品审美属性的重视。 

其次，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要素说，认为“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

声色”为“文之粗”。这种提法源于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但是比刘大櫆的提法更为系统全面。在“文

之精”中，姚鼐提出了“神理气味”，其中“神”指神韵，即作品最本质、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气”指文章的气势，“味”

指韵味，这些刘大櫆都曾论述过。那么，在作为“文之精”的四要素中，姚鼐新加的也只有“理”了。有的学者认为这儿的“理”

是指文章的“脉理”、“文理”，我们认为这儿的“理”应指“义理”、“道理”。姚鼐对于文章的“脉理”、“肌理”之说

颇不以为然，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肌理”说的代表人物翁方纲关于作文之法的建议[4]84-85。姚鼐认为文章贵在“当理切

事”，使“士守其言，则为端士；历官者遇事，取其所记一一行之，如绳墨之可守”[4]274。“神理气味”的“理”与“当理切事”

的“理”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在“神”、“气”、“味”中加上一个“理”，反映了姚鼐融合审美中心论和政教中心论的愿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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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对文学功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曲折发展历程，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的

揭示更加深刻、全面。 

综上所述，桐城派从多方面、多角度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虽然有时他们使用的理论范畴并不是崭新的，

但在具体论述时则超越了前人。桐城派的文学理论由戴名世、方苞等人奠基，经刘大櫆等人为之推阐，再到姚鼐集其大成，中

间经历了几代人共同的努力，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系统，它对桐城派的文学创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桐城派具有顽强

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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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由于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作家六百余人，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主张也有不同。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选取戴名世、方

苞、刘大櫆、姚鼐等作为桐城派前期作家的代表。 

2胡建次《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期）、卿磊《“文气”的现代解读与文化阐

释》（《中华文化论坛》2013 年第 2期）等对此问题均有论述，可以参看。 

3参看刘相雨《论“桐城三祖”的作文之“法”》，《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 3期。 


